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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刘知幾《史通·鉴识》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说作了这样一个判断，这就是：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

逢孔宣而见诋。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

初读此文，甚觉合理，但仔细推敲，总觉得其中有些困惑。

困惑之一，本篇主旨既是讨论人们的见识和判断力之是非得失，为什么要把它同“毁誉”“爱憎”联
系起来？一般说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属于事实判断的范围，而“毁誉”“爱憎”显然是有关道德判断
的范围了。这是不是把“鉴识”的范围过于扩大了？正如浦起龙的解释，《鉴识》的主旨是“篇首论鉴古
不明之失”。那么“鉴古不明”如何同“毁誉”“爱憎”相联系呢？即便如刘知幾所举二事：“三王之受谤
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这是“鉴人”之例，前者无充分事实可证，后者则均
为春秋时事，均不足以证其说。何况刘知幾笔锋一转，写道：“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
索隐，致远钩深，焉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浦起龙解释此句说：“从鉴人擘归鉴史。”（刘知幾著，浦
起龙注：《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８９页）此处之“史”，当指史书。实际上，刘知幾
语气的这一转折，是统领以下全篇内容的关键语句，即“鉴史”的确否，也是脱离不了“利害”和“善恶”

的。总之，刘知幾把“毁誉”“爱憎”“利害”“善恶”等等同“鉴识”联系起来，似已违背了、甚至曲解了“鉴
识”本来的含义。换言之，带着“毁誉”“爱憎”“利害”“善恶”意向之“鉴”者，又怎能得到“铨核得中”的
“定识”呢！

困惑之二，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这是否赋予了“物有恒准”某
种神秘性，而又低估了人类的认识能力？以《史通·二体》篇所论，关于《汉书》《汉纪》是这样说的：“故
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翦裁班史，
篇才三十，历代褒之，有逾本传。”（刘知幾著，浦起龙注：《史通》，第２６页）从东汉末年到唐初，其间“历
代褒之”，何须“千载”？即以刘知幾再三推崇的《左传》一书，虽未能与《公羊传》《穀梁传》同时列为学
官（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５页），但它在西汉末年却得到刘歆的
重视，《汉书·楚元王传》记：“及（刘）歆校秘书，见故《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及歆治《左氏》，引传
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故尚书》皆列于学
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班固：《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９６７页）这也不失为遇到了“鉴”有“定识”之人了，亦并非“千载一遇”。

我们还可以从刘知幾之后的“鉴史”之人与事中举出相关实例，以证上说之不诬。唐初，李延寿据
《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撰成《南史》８０卷，又据《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撰成《北史》１００
卷，深得时人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的支持，“许令闻奏”（李延寿撰：《北史》卷一〇〇《序传》，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３３４４页），并获唐高宗为之作序，“《南史》《北史》，唐高宗善其书，自为之叙，叙今缺”
（王云五主编：《崇文总目》卷二“杂史类”，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第５９页）。此可谓“鉴”之“定
识”得其人了。降至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引用群书而盛赞李延寿《南史》《北史》，称其为“近世之
佳史”“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繁冗芜秽之辞”（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二《经籍考》，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５８２页），陈寿之后只有李延寿可以与之比拟。这样高的评价，也可视为“鉴”之
“定识”了。而唐、宋只是两个相连接的朝代，也并非“千载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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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时期，史学家杜佑撰《通典》２００卷，时人李翰为之作序，称赞《通典》“若使学者得而观之，不
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为功易而速，为学精而要。其道直而不径，其文甚详而不
烦。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不假从师聚学，而区以别矣。非
聪明独见之士，孰能修之”（杜佑：《通典》书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又有时人权德舆评论《通
典》说：杜佑“阅天下之文理，效先王之法度，著《通典》二百篇，诞章宏毅，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
备焉”（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杨家骆：《唐文粹》卷六八，台北：世界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

４５７页）。上述李、权二人之论《通典》，可以看作是同时代人的“鉴”之“定识”，当无疑义。
这里，我们还可以以《史通》为例，进一步说明人们对于事物真谛的认识，远不像刘知幾说的“其唯

千载一遇”之难。当《史通》面世之际，当世知名学者徐坚“深重此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
右’”（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１７１页）。话虽不多，
一语中的，分量极重，后人多引而用之。这是刘知幾和徐坚都不可想到的。

总之，对于事物的“铨核得中”，确是人们的认识活动中最深刻的反映，固有其难处，不是人人都可
以做到的，甚至不是人们一时可以达到的；但若把这种认识即所谓“鉴”之“定识”夸张为“其唯千载一
遇”，则一方面可能赋予事物本身以神秘的性质，一方面又低估了人们的认识能力，因而不符合人们认
识世界（包括认识学术）的基本规律。准此，刘知幾的这一论断（命题）是不适当的。

二　“鉴”之“定识”是变动的发展的

退而言之，果如刘知幾所言，对于事物之“铨核得中”的“鉴”之“定识”是“其唯千载一遇”的话，则
这一认识是一次性得到的定论。然而学术史表明：人们对于某一事物的“鉴”之“定识”，不是一层不变
的。以刘知幾十分推崇的荀悦《汉纪》而论，说是荀悦“又依《左氏》成书，翦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
之，有逾本传”（刘知幾著，浦起龙注：《史通》，第２６页）。这是在称赞《汉纪》以编年体改著纪传体《汉
书》的成功。“历代褒之”，自是极高的评价。唐代史家著《五代史志》（即《隋书·志》）时，进而评论《汉
纪》，称它“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魏征：《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
年版，第９５９页）。这个评价比之于“有逾本传”更为具体而深入。而唐太宗对《汉纪》的评价则更加深
了。唐太宗赠大臣李大亮（按时为封疆大吏）荀悦《汉纪》一部，并下书李大亮说：“卿立志方直，竭节至
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
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二《李大亮传》，第２３８８页）
这里，除了称赞《汉纪》在叙事和议论方面的长处外，还强调了它对于治国之道和君臣关系方面的示范
作用。如此看来，所谓“鉴”之“定识”并非一次完成的，而是变动的和发展的。

上文讲到李翰和权德舆对杜佑《通典》的评价，可谓已达于极致。尽管李翰从治史的经世致用宗
旨出发，讲得很透彻，权德舆从朝廷要员对《通典》的认识和运用出发，讲得很实际，也都没有把“鉴”之
“定识”发挥完了。乾隆皇帝作为清朝一个最高统治者，他更看重《通典》“由‘食货’以讫‘边防’，先养
而后教，先礼而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治国之良模矣”（弘历：
《御制重刻通典序》，杜佑：《通典》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版，第５４９１页）的治国理政思想，这
是突出了《通鉴》中包含的治国理念的价值所在。即便如此，关于《通典》的“鉴”之“定识”，依然没有完
结。史学家从历史编纂上评论《通典》，不仅充分肯定《通典》“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
做到“以典故为纪纲”（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７３页），是中
国“史部之通”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而且深入地揭示了《通典》在会通史文方面的创造性做法，“可谓穷
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史迁之书，盖于《秦纪》之后，存录秦史原文。惜其义例未广，后人亦不
复踵行，斯并记言记事之穷，别有变通之法，后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
义》，第４０页）。从阐说《通典》的撰述主旨到指出《通典》在行政方面的参考，以至治国理念的轨迹，再
到对《通典》之历史编纂上的创造性成就，每一评论都是在揭示《通典》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都可视
为“鉴”之“定识”，但它们确非一次可以做到的，由此可以证明，人们对某个事的认识达到“铨核得中”
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而不仅仅是某一时限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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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史通》的面世及流传，同样可以说明这一辩证发展过程。徐坚评论《史通》，说是“居史职
者宜置此书于座右”，很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史通》的价值和重要性，这应是在“铨核”的基础上概括
的结论。《旧唐书·刘子玄》传称《史通》“备论史策之体”，并指出“玄宗敕河南府就家写《史通》以进，
读而善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第３１７３～３１７４页）。这是肯定《史通》所述主要
内容而兼之以唐玄宗“读而善之”为烘托，亦不失为正面之评价。按：《新唐书》卷一三二后论称：“自知
幾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５４２页）这是同《旧唐书》的评论南其辕而北其辙，不足取。
尤为重要的是，明代学人给予《史通》丰厚的馈赠。学人张之象序《史通》，写道：刘知幾“既而以前

代史书，序其体法因习废置，探其述作深浅曲直，分内外篇，著为评议。备载史策之要，剖击惬当，证据
详博，获麟以后，罕覩是书”（张之象：《序》，刘知幾：《明本史通》，北京：国家图书馆２０１９年版，第４
页）。这是第一次明确地指出《史通》之史学批评的性质及特点，把《旧唐书·刘子玄传》的评论向前推
进了一大步。继张之象后，有郭延年的《史通评释》序，称：“约而言之，考究经核，义例严整，文字简古，
议论慷慨，《史通》之长也；薄尧、禹而贷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诃马迁而没其长，爱王劭而忘其佞，
高自标榜，前无贤哲，《史通》之短也。然则徐坚所云‘当置座右’者，以义例言，良非虚誉；而宋祁所云
‘工诃古人’者，以夸诩言，亦非诬善矣。”（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书首“别本序三首”，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页）这是既肯定了《史通》之长，也指出了《史通》之短，但总的看
来，还是意在推崇。明代，还有王惟俭在《史通训故》序文中写道：“余既注《文心雕龙》毕，因念黄太史
有云：‘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复欲取《史通》注之。”（刘知
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书首“别本序三首”，第１～２页）尽管文中所谓“论文则《文心雕龙》，评
史则《史通》”并非“黄太史”（按宋人黄庭坚）原话，但这两句言简意明的话，却加重了《史通》的分量。降
至清代，浦起龙汲取前人研究成果，著为《史通通释》，关于《史通》的“鉴”之“定识”又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综上，可否认为，对于事物的“鉴”之“定识”，不可作绝对看待，而应作变动的、发展的看待，才符合
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基本规律，这种情况在学术史上屡见不鲜。

三　“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之原因种种

刘知幾提出的“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本是一个使人感到很有兴味的命题，但他说的“欲求铨核
得中，其唯千年一遇乎”的论断，则把这一命题可能展开的空间大大压缩了。其实，这个命题也可作这
样的表述：“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盖因人因时而异，然探得其主旨，庶近乎真。”如此，则命题可以展
开的空间就大大开阔了。这样一来，所谓“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原因有种种，以下两种，是为常见。

第一，对同一事物，不同的人因观察事物的视角不同，所得结论自然不同。刘知幾于《史通·鉴
识》篇举张辅、王充评《史记》《汉书》之长短，正是这种情况。刘知幾写道：“逮《史》《汉》继作，踵武相
承。王充著述，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原注：王充谓（班）彪文义浃备，纪事详赡，观
者以为甲，以史公为乙也。张辅《名士优劣论》曰：‘世人称司马迁、班固之才优劣，多以班为善。余以
为史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之不如迁必矣。’”（刘知幾
著，浦起龙注：《史通》，第１９０页）考察王、张原文，王充始论班彪叙事（纪事详悉，义浅理备），而终落脚
《汉书》为甲；张辅论司马迁优于班固者，除文字烦省，尚善恶与劝诫不同、造创与因循不同等。按：王
充《论衡·超奇》篇谓：“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纪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
公乙。”（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１５页）此与知幾所引，略异。又，张辅所
论马班优劣，称：“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丰，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
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
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房玄龄
等撰：《晋书》卷六〇《张辅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６４０页）此与历来称张辅仅注重文字多
少为论，亦不相符。王充、张辅所论虽有交叉，但总的来看，王充强调《汉书》“纪事详悉，义浅理备”；张
辅则突出烦省不同，造创与因循有别，他们观察、比较《史记》《汉书》的视角不同，自然结论有异，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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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难得确定“鉴”之定识。
自王充、张辅以后，关于马班优劣的问题，聚讼千余年，莫衷一是，主要原因即在于论者视角不同

而结论歧义。清人浦起龙对此有很好的总结，他写道：“从来称良史者莫如马，其次莫如班……顾其间
异同得失，论者纷纷，窃以为二书固亦未可强同者。《史记》本为历代之史，《汉书》则为一代之史，体制
不同。迁才高识超，不拘拘于绳墨；固言必矩度，有阡陌可寻，其格力不同。迁多愤时嫉俗，感慨寄托
之辞，而固则但取中正无疵而已，其意致不同……”他在这里指出了二书的“体制不同”“格力不同”“意
致不同”，故“未可强同者”，据此，可知浦起龙对《史记》《汉书》二者的主旨、内容、形式理解之深，以及
发论之精辟。当然，浦起龙并非折衷主义者，他指出：“总之，固欲以整齐胜迁之诙谲，不知固之所言，
皆迁之所知，而迁之所言，恐多固所未知者焉。”（浦起龙：《酿蜜集》卷二《班马异同》，转引自杨燕起、陈
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７０～２７１页）这几句
话，道出了马、班在历史见识上的差距了。

第二，对于同一事物，不同时期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的认识。以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在历
史编撰上以谁为正统为例，试分析如下。陈寿著《三国志》，以魏称纪，蜀、吴均称传，显然是以魏为正
统。陈寿本是蜀人，但后来成为西晋史官，晋承于魏，魏为正统，西晋自亦合于“正统”。对于陈寿来
说，如此处理是极为自然之事。然东晋史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按即西晋
末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按指司马昭）平蜀，乃为汉亡
而晋始兴焉”（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第２１５４页）。这是不承认魏为正统，而蜀继汉
为正统，晋又继蜀，当为正统。除《汉晋春秋》持此观点外，习凿齿临终前上疏晋孝武帝司马曜，首言正
统一事，写道：“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而身微官卑，无由上达，怀抱愚情，三十
余年。今沉沦重疾，性命难保，遂尝怀此，当与之朽烂，区区之情，切所悼惜，谨力疾著论一篇，写上如
左。愿陛下考寻古义，求经常之表，超然远览，不以臣微贱废其所言。”（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二《习
凿齿传》，第２１５４～２１５５页）这是习凿齿所著之论的序文，由此可见其以蜀为正统之观点的执着。习
凿齿去魏晋之际的政治形势稍远，故有此论。

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关于魏晋史事的纪年，采用了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的观点。司马
光为了说明这样做的原因，在魏文帝黄初二年（２２１年）蜀国汉中王称帝，改元章武等史事之后，作长
篇“臣光曰”，阐明他关于“正统”的认识和处置缘由。司马光写道：“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
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
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
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
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
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钧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
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
宋承之，故不得不取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
正闰之辨也。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
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六九
魏纪一，文帝黄初二年，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版，第２１８７～２１８８页）司马光在这段文字中，明确讲到
“昭烈（按指刘备）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云云，也是在说明不以
蜀为正统的一个原因。胡三省对司马光的这段话，作了１０个字的概括，即“温公纪年之意，具于此
论”，可谓一语中的，所谓“纪年”即与正统相关联。

南宋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改司马光所为，赞同习凿齿观点，复以蜀汉为正统。如其目录书为：
　　“第十四卷，凡十九年，起己丑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尽丁未汉后主建兴五年”；

“第十六卷，凡二十七年，起汉后主延熙十六年，尽己亥晋武帝咸宁五年”。

文中“汉后主”指蜀国刘备之子刘禅。从目录的编次，可见东汉—蜀汉—西晋，反之，西晋承蜀汉，
蜀汉承东汉，这就排除曹魏的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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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寿、司马光与习凿齿、朱熹的两种不同的正统观，章学诚从他们所处的不同时代作出合理
的解释，他分析道：“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
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前，而司马再误于其
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
人于九泉，肯吾心服否耶？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
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章学诚
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第３２４～３２５页）对于这一关于历史编纂上“正统”处理的戏剧性地变来变
去的做法，章学诚从史学家处于不同时代而有不同见解的原因作了高屋建瓴的解释，中肯之至。这也
正是他的史学批评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他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
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第３２５页）章学诚评论事物的方
法论，就是在今天，也不失其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世上事物的形态和本性繁多，共同社会环境中或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们认识、判断事物的方法、
视角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其结论可能千差万别，故“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是很自然的，这是
一方面。另一方面，社会中的不同素养、才识及敏锐程度的人，时时都是存在的，因此，对于认识、判断
某一事物的形态和性质，一般不会“世无其人”，以致于“其唯千载一遇”。当然，鉴识不是无条件的，除
了社会条件，人的素质、才识和敏锐也是不可缺少的，不言而喻，在这方面都占优势者，其鉴识能力自
亦较强。

《史通·鉴识》篇还给读者留下一则人生哲理的信条，即：“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刘知幾说
的这个人生哲理，前半句是近于唯物的，而后半句则是完完全全唯心的。前半句说人的“废兴”与“时”
有关，即与历史条件、社会环境有关。为什么这是“近于”唯物的呢？因为这里没讲到人自身的作用。
其实，人的“兴”与“废”，除了历史的或社会的条件外，人的努力与否和奋斗与否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可以说，只有具备努力上进和奋斗精神的“人”，才可以“兴”。至于后半句讲“穷达，命也”，这是把人的
“穷达”进退，完全交付给“命”了。“命”是什么？是冥冥之中超现实的安排，是排斥了一切物质条件和
人的主观因素的命定论。这就不仅否定了人之所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也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四　结　　语

说到底，鉴识是人的一种认识活动，一是不应把它神秘化，二是要把握这一认识过程的各种条件
和要素。《史通》一书，问世于唐中宗景龙四年（７１０年），是中国史学上较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
以批评见长，故也称为史学批评著作。理论往往产生于批评之中，二者兼之，当属常理。书中提出的
一些理论问题，如史学的功用（《史官建置》），史家作史态度问题（《直书》《曲笔》），历史撰述体例的重
要（《序例》），史学审美问题（《书事》），等等，都亟具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但此书也有两点值得注意
之处，一是重体例而拘泥于体例，如批评司马迁不应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设世家；二是偶有言之过当
之论，如本文所述。然全书仍不失为中国古代优秀史学遗产，在世界史学上亦属罕见，堪为构建中国
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宝贵资源之一，当无疑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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